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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

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6%，但是他们居住的地

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60%，这些地区不仅蕴

含大量稀缺资源，而且大部分处于国家的国

防线上。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地位的不平等

和民族认同的差异，新中国成立之时，国家

仍未获得少数民族足够的政治认同。本文通

过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梳理，分析

文字改革过程中少数民族对国家和政党政

治认同的形成与构建。
一、没有文字对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

1.影响社会改革和民主改革。在社会改

革和民主改革的进程中，没有文字给少数民

族的民众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在少数民族

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找不到懂文字的办事

人员，有的几个社合用一个会计，有的村寨

到外地去招识字的汉人做上门女婿，以便到

自己的合作社里做会计。在找不到

会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相当普

遍地使用原始的记忆方法来帮助

记忆。在贵州苗族农村，有的农业

生产合作社里采用数豆粒儿、打木

刻、在墙上画线条的办法记工，记

账错误经常发生。没有文字还影响

到政策的正确宣传和生产技术的

改进。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的某些苗族地区，把“统购统

销”误解为“卖去买来”，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的某些布依族地区，把小麦的

“条播”误解为“撒成满天星”[1]。
2.影响民族教育。建国初期，由于少数

民族没有文字，民族学校里普遍地使用汉文

课本进行教学。这种办法只在个别熟悉汉语

的民族地区能够较好地推行，可是对于绝大

部分不通汉语或略通汉语的民族地区就相

当困难。小学生入学以后学习和自己语言脱

离的汉文，教师和学生都感到困难，因而同

一班的汉族学生的成绩往往比民族学生高

得多。在学生学习兴趣减退和家长看到学习

效果很低的情况下，许多民族小学的学生不

能按照规定的时间上课，有些学生上一个时

期，又停一个时期，这就更增加了教学的困

难。许多少数民族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用汉

文写文章，还夹杂着本族语言的语汇和语

法。新疆维吾尔族已经有了历史悠久的文

字，而且在民族学校里也有民族语文课本，

但是由于字母上下附加符号很多，许多字的

写法还不统一，这也给教学和使用上增加了

不少的困难。因此，在自治区干部学校所编

的维吾尔语课本里，就不得不自己增加了两

个字母，以提高语言教学效率。
3.影响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工业建设。

没有文字的困难还影响到民族干部的培养

和工业建设。民族地区现代工业的发展，需

要培养他们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企业管理

干部，而做好民族地区干部的培养，关键就

是要普遍地提高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事

实上拿汉文来代替创制本民族文字的办法

是行不通的。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形式，汉字

不可能表达少数民族的语言。过去僮族、布
依族、侗族、水家族、瑶族都曾经使用过汉字

和汉字的变体表达自己的语言，都没有成

功。如果完全学习汉字，就需要同时学习汉

语，而现在有独立语言的兄弟民族的绝大多

数人不会说汉语。汉字对于汉人来说，已经

很繁难，叫不懂汉语的兄弟民族的人学习起

来，更是难上加难了。

二、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实践

1.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

府都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
1951 年和 1954 年，政务院就作出了帮助少

数民族创制和充实文字的决定和指示。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各

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

由。”从而将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上升

到宪法的高度。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也将“那些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应该努力的

帮助他们创造自己的文字”作为重要的组成

部分。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特别强

调，“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尚不完

善的少数民族，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创制和

改革自己民族的文字”[2]207。
2.广泛调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

学院就遵照党和政府的指示，在民族地区工

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
从 1956 年2月起，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

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合作，分

别在北京和成都开办了约 500 人的语言调

查训练班，并和有关机构共同组成了约 700
人的 7 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这 7 个工作

队从 1956 年4月起，分别到广西、广东、贵
州、云南、四川、湖南、湖北、青海、甘肃、黑龙

江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内蒙

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现代方言

和原有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各工作队充分

尊重各民族自己的意愿，只提出调查研究的

结果，至于没有文字的民族究竟创制什么样

的文字，或采用何种现有的文字；原来有文

字的民族究竟怎样发展现有的文字，或在什

么程度上改革现有文字，都由本民族自己决

定和解决。
3.建立机构。为了增强各民族自己的语

文专家的力量，更深入地进行语言科学研究

工作，各工作队都有一些本民族的知识分子

参加调查研究工作。中央民族学

院和各地民族学院、语文学校和

一部分干部学校，也都努力培养

民族语文干部。中国科学院少数

民族语言研究所也正在增加各民

族的研究干部，以便和汉族干部

共同进行民族语文的研究工作。
各有关省和民族自治机关，为了

更好地领导语文工作的进行，也

逐步加强和新建立了一些语文工

作指导机构或研究机构。内蒙古

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四川

省、云南省、桂西僮族自治州、湘西苗族自治

州、云南省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区、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

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内蒙古、黑
龙江和新疆的达呼尔族，都建立了这样的专

门机构。这些专门机构在指导和推动民族语

文工作方面，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4.会议讨论。从 1955 年年底在北京召

开了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以后，各地区陆续

召开了科学研究和具体工作相结合的会议。
1956 年 5 月在呼和浩特召开了蒙古族语言

科学讨论会，会议通过了使用两种旧蒙文逐

步过渡到使用统一完善新蒙文的决议。8 月

在乌鲁木齐召开了语文科学讨论会。由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有独立语言而又有文字问

题的有 9 个民族，解决这 9 个民族的文字问

题的方针，都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取

得了一致的意见。10 月在贵阳召开了民族

文字字母形式问题讨论会，专门讨论以拉丁

字母为字母基础的拼音文字在字母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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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得一致的问题，如苗语方言差别较

大，会议同意在东、中、西三个方言区各创立

一种文字。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在建国初期，国家

先后为壮族、布依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傈
僳族、纳西族、侗族、佤族、黎族等 10 个民族

制订了 14 种文字方案，帮助傣族、景颇族、
拉枯族 3 个民族改进了 4 种原有的文字[3]。
同时，还对新的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
柯尔克孜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锡伯

文、达呼尔文进行了设计，使得少数民族文

字得到不断的丰富、发展和规范。
三、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初步形成

关于民族的政治认同，在结构上主要有

三个层次的认同，即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

民族层面的政治认同和村社层面的政治认

同[4]。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在这三

个层次都强化了少数民族对新生政权的政

治认同。在国家层面上，由于以往政权对少

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很难形成对国家政权

的认同感。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利益的保证，

使得国家权力和少数民族的利益逐渐走向

和谐，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则增强了这一认

同，在处理少数民族文字的过程中，国家充

分尊重民族意愿，较好地塑造了国家的良好

形象。在民族层面上，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

使得少数民族成员对民族政治体系中制度

和政策的运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不仅使

得少数民族成员获得一种心理的认同，还极

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成员参与到民族事务

中去。在村社层面，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成员

几乎全部居住在村社之中，具有自己民族特

有的政治生活，表现为非国家和半国家的状

况[5]264。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使得没有文字

的少数民族拥有了自己的文字，有助于村社

内部政策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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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子张》：“子夏

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说：

“事情做好了，可以总结经验，从中学习，取

得进步；学习学好了，就可以把这些知识应

用到日常做事中。”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

统治者需要控制百姓的思想来稳固自己的

权力地位，特别是要控制那些有思想又有社

会影响力的读书人。于是，王朝统治者们便

将“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奉为儒家经典，以高

官厚禄为诱惑鼓励读书人读书，而这个“书”
主要就是四书五经。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

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大批读书人“两耳不

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孜孜不倦、锲
而不舍地挤向科考之路，就是为了获取高官

厚禄，通向大富大贵的权力之路。明清以来，

当权者高度集权的统治使得科举之风愈演

愈烈，“学而优则仕”直接演变成读书做官的

代名词。其含义也演变成“学习优秀就可以

做官”。这种用考试来选拔人才的方法对我

国历朝历代的人才选拔方式都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经过数朝数代的演变，科举也同时

肩负着选拔人才、教育人民、维护统治的多

重角色，而正是这种多重角色及其带来的复

杂利害关系使得科举考试历来备受争议。
一、从历史档案中的“学而优则仕”看没

落的科举制度

清末，科举已经显得弊端重重，然而社

会人士对待科举的态度仍然争论不休。主张

科举的人士认为文以载道，八股取士能够为

国家选拔圣贤忠义之士，亦能将儒家经典发

扬光大。而反对派则认为，八股文只是统治

者控制人们思想维护自身权力的工具，空洞

虚无，没有实用之处，不能作为治国取士的

参考标准。一方面，科举既选拔出了朱轼、冯
桂芬以及张之洞、李鸿章等文人巨匠、高官

大吏，另一方面，科举也埋没了一些未能高

中而又满腹治国才华的人才。那么，科举到

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则需要我们对

其进行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和分析。
1.扭曲人性的科举考试。为了维护和巩

固自身的统治，清王朝的科举考试除了沿用

明朝的制度做法外，还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

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考试内容除了四书五经

外，后在科试中又新增经文和策论题。乾隆

时期对考试内容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首场

考四书文和五言八韵诗，考查考生对经文的

理解；二场考经文；三场考策问，即时事政策

和治国之道。其中以第一场四文书为重中之

重，其标准也更为严苛：文章一定要是八股

文体，即包括八个部分：破题、承题、起讲、入
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结构、搭配、句子

长短、声调缓急等要求极其严谨，毫无变通

之处。考生在阐述经义时也绝不能发表自己

的看法，不能涉及时政。因此，众考生终日埋

头钻研八股文结构规律，死记硬背经文理

论，重形式轻内容，丝毫没有自己的个性和

情感，严重桎梏了考生的才智和思想。随着

人数的逐年递增，录取率却在下降，但是高

官厚禄、良田美宅的诱惑使得大批士人坚定

不移地走在科举之路上，甚至丧失尊严想方

设法地作弊盗取功名，也导致了“范进中举”
的悲剧。如此一来科举完全成为束缚人们思

想的精神枷锁，扭曲了人性的自由与光辉。
2.学校沦落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清朝的

学校制度仍沿袭明朝。为了方便取士，明朝

统治者将科举和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由于

明朝乡试以下的考试既是学生入学考试也

是科举取士的必经环节，因此地方教育得以

蓬勃发展。中央有国子监（也称太学，其学生

称为监生），监生有两种选择：考科举和自考

官职。由于自考官职得不到重用和重视，监

生们大多选择科举之路。这样一来，“太学以

一国家的养士之所，卒丧失其教育的功能；

而监生成为一种资格，为候选官吏，或为乡

试会试的准备”[1]。在各州、府、县学习的学生

称为生员，他们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和特

权，“府、州、县学生员，非应乡试或出贡，不

能以正途入仕，而学校之于生员，也以得录

从历史档案中的

“学而优则仕”
看清末科举的变革□ 梁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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